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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马头墙文化及其价值 

宋尧 周学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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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南京 210023） 

【摘 要】:徽州文化符号马头墙，产生于明代中期，是我国防火理论、硬山顶建筑的普及、地方官府政令,以

及徽州自身地域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因徽商的兴盛，马头墙随徽商扩张流及全国各地，并被徽商赋予了装饰美化、

宣扬思想等多方面功能。这一过程促进了徽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马头墙亦逐步演化为中华建筑史上独树一帜的

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现象给我们的启示，一是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应重视视觉载体的传播作用；二是弘扬传统文化、

树立文化自信，不仅要海纳百川，还需政策法规的正确引导和扶持。以史为鉴,徽州文化符号马头墙的缘起与流布，

为今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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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地域建筑中的马头墙构件，造型优雅且极具辨识度，作为徽州地区最为著名的文化符号之一广受认可，数次作为安徽

的标识出现在各类重大活动背景设计中。徽州马头墙的造型并不局限于徽州或安徽区域范围，在我国多地可见，深入人心。由

此，厘清徽州马头墙这一地域建筑特征的缘起,探究徽州马头墙的对外流布,可为增强文化“软实力”、树立文化自信、在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中传播中华文化，带来些许启发。 

一、徽州马头墙的缘起 

现代普遍使用的“马头墙”称谓出现得很晚，《辞海》《新华词典》均未收录，这种建筑墙体造型或许仅因形似马头而得名。

因“马头墙”一词与青砖、小瓦相配，可读出徽州的独特韵味，故“马头墙”的称谓传播甚广，更为现代人熟知。徽州人至今

仍使用的“防火墙”“封火墙”“风火山墙”等称谓，则昭示了其为防火而生的本质。 

中国传统建筑多为木构,饱受火患侵扰。古人很早就发现夯土或砖石墙体能够隔绝火源，距今 8000—4800 年的大地湾遗址

代表性建筑 F901中大量采用的木骨泥墙和草泥包皮的建筑方法,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建筑防火技术。[1]秦时期，人们将草

茎泥或石灰涂抹在木柱和墙体表面作为防火保护层,并逐渐采用不易燃的薄石片、陶瓦取代天然的可燃材料（草、木板及树皮等）

铺在屋顶上。秦汉至南北朝，城市中开辟专门用于灭火的水井;皇宫中开河引水,宫墙外以大铁镌盛水，每百步一置;逐渐采用不

易燃的砖石材料修建佛塔;汉代的粮仓也修筑高墙抵御火灾。隋唐五代时，人们已清楚地认识到街道间距与防火之间的关系，在

城市规划时，规定了各等级街道的宽度。宋代人口增加，居民区人口更加稠密,南宋时，高宗赵构曾诏令临安府有计划地开辟火

巷，以防火势蔓延。元代，官方使用石料取代一些重要建筑的构件，以提高建筑耐火等级。
[2] 

建造高大墙体以辟火、毗邻水系选址、大型住宅内部设置火巷、以不易燃的砖石为建筑材料等,这些千百年来古人的探索最

终凝练于徽州建筑上，为徽州马头墙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1作者简介:宋尧（1989—）,女，安徽芜湖人，南京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建筑史;通讯作者:周学鹰（1968-）,

江苏姜堰人，博士，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建筑历史、东方建筑、建筑遗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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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马头墙建筑属于我国传统建筑形式中的硬山顶建筑，马头墙位于建筑主体左右山墙,其墙体与屋顶正脊垂直，顶部高出

屋面。高出屋面的墙体部分通常按照屋面的走势砌筑，山墙中部位置最高,两侧呈阶梯状或曲线状下延。在墙体与屋面交接处将

木梁、橡条封在其中
⑴
，不仅围合砌体,更起到了部分辅助承重功用。 

探究马头墙的缘起，须梳理硬山顶建筑的历史。现存住宅建筑古构较少,盖因住宅在实用方面无永固之必要，随生活之需可

修改重建。[3]现今,除山西高平中庄村姬宅、阳城上庄村两处元代民居外，已难以觅得保存完好的元代之前的民居。宋元时期我

国的界画艺术已发展至顶峰，画家使用界尺引线绘制建筑物，且注重细节描绘。对宋画的研究，是建筑史学界研究宋代民居建

筑最常见的方式。现存的古画如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南宋《中兴祯应图》、刘松年《四

景山水图》、马远《华灯侍宴图》等，均未发现确凿无疑两侧未出檐的硬山顶建筑。北宋官方颁布的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营

造法式》中，也未列出硬山式屋顶做法。元代的民居建筑样式可从山西芮城永乐宫的壁画上找到一例，为北方四合院样式，该

建筑侧面可见悬鱼构件，为悬山顶建筑的特征。仅存的几处元末民居建筑，屋顶亦为单檐不厦两头造[4]，即悬山。至明代，有部

分中晚期的民居实例留存，其中不乏硬山顶建筑,明代版画中也常见硬山顶建筑。此外，北京故宫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宫殿建筑

群，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宫殿后寝的部分附属建筑为硬山建筑,但保留有由悬山改造的痕迹，或可以认为是悬山顶

向硬山顶过渡的中间状态。[5]清代，硬山顶建筑实例较多，并有相关规制可供参考。 

直至宋元，中国民居的主流依然是侧面出檐的悬山顶建筑，而非防火功能更佳的硬山顶建筑。但硬山顶的建造工艺与歇山

顶、庆殿顶等相比并不复杂，与悬山顶在外观上最大的区别仅为两头不出檐，所以硬山顶建筑工艺的产生时间可能并不晚。例

如，陕西曾出土过一件仓房近似硬山顶的汉代明器[6]，但汉代明器和画像砖石中暂未见民居建筑主体使用硬山顶的实例。究其原

因,以夯土墙为主体的硬山顶建筑，侧面不受屋檐保护便极易被雨水侵蚀，缩短建筑寿命，使得硬山顶建筑从产生起便长期游离

于居住建筑的主流建筑形式之外。砖石结构的硬山顶建筑虽具有坚固、防雨、隔热等优点，但需要耗用大量人力物力，受生产

力因素的限制,普通居民无力使用。 

明初营建了大量工程项目，包括营建宫殿、陵寝，修筑都城及地方城市城墙、整修长城等。这些需要耗用海量砖材的宫室、

城防工程,促使了明代官办砖窑的迅速发展。如申时行所著明万历内府刻本《大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六年仅南京一城就征召了

2373 名窑工。随着洪武、永乐两朝在南京、北京大规模营建项目陆续完工，统治阶层对官办砖窑的需求大量减少，官办砖窑逐

渐转为民用。得益于此，相较前代，明代砖材产能剧增，价格相应下降,民居也有条件大规模采用砖材建造。由于砖材具有出色

的防水、防火、防腐等性能，建筑屋顶并非一定悬出山墙之外以保护墙身，硬山顶建筑自此在民居中迅速普及。自此，客观上

完成了徽州马头墙所需的物质准备，毕竟徽州马头墙建筑仅是硬山顶的进一步美化与装饰。 

明代徽州府，包括今安徽歙县、夥县、休宁、祁门、绩溪及江西的婺源一带。唐末五代至两宋时,北方移民大量迁居至此[7]，

使得此地人口稠密。徽州多山多丘陵，故而民居大多沿水流密集分布,家家户户首尾相连,一旦火患发生，危害巨大。 

丁廷槌修、赵吉士纂《徽州府志》卷五《名宦》（康熙十八年刻本）载:弘治癸亥年（1503年）“郡数灾……歆至,思所以御

之。乃下令，郡中率五家为墙。里邑转相致。家冶崇墉以居。自后六七十年无火灾，灾辄易天，墙眉然。”1977 年安徽歙县出

土的《徽郡太守何君德政碑记》《郡侯何公德政碑阴叙》（2），印证了《徽州府志》的记载，且更详细地叙述了整个过程:“徽郡城

中，地狭民蕃，其与郭外与各都鄙亦然。所最虑者，火患耳。其患或一年一作，或一年数作，或数年一作。作之时，或延燔数

十家，或数百家，甚至数千家者有之。民遭烈祸，殆不堪病。弘治癸亥夏,何君以名御史来守是郡……一日，烈焰又作，君驰救

之……诘朝,君乃召父老骈集于庭，喻之曰：'吾观燔空之势,未有能越墙为患者。降灾在天，防患在人。治墙，其上策也。五家

为伍，髡以高垣，庶无患乎。'……君乃下令'五家为伍，其当伍者。缩地有六寸为墙基；不地者,朋货财以市砖石,给力役。违

者罪之'……不期月，城内外墙以道计者，二千有奇。”⑶当地百姓感激何歆，立《徽郡太守何君德政碑记》。由此可知，这些高

墙便是如今徽州地区众多马头墙最初的由来。 

也有学者认为马头墙建筑文化并非源自徽州，明代火墙的记载除《徽州府志》中何歆所造的封火墙，还有《广西通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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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县志》两处。[2]《广西通志•祥异》载，嘉靖九年（1530年）九月，广西梧州大火,第二年，知府请提督“筑一火墙,以防

火患，民甚赖之”。《南平县志》载，万历三年（1575年）当地遭到火灾，郡守命当地富户吴侃侃、徐佑等人捐献银两建了 7座

防火墙；万历六年（1578 年）冬，复遭火灾，拓基又成 2 座，总共 9 座防火墙。在数量上，这两地与徽州府“城内外墙以道计

者二千有奇”相距悬殊。实际上，用几座火墙便防住全县的火灾，说明这是明中期后出现的另一种形式的防火墙，即“分区防

火墙”，又称跨街防火墙:墙与墙间距百余米,或十余米，跨街砌筑，在街道处留有券门，门与街道等宽，以利交通。跨街防火

墙实物很多，老县城尚有残留，最典型者莫过于近年修复的浙江宁海老城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广志绎》中描述了沿海地

区的一种两山墙高起的建筑:“南中造屋，两山墙需高起梁栋五尺余,如城垛，然其近墙处不盖瓦，惟以砖瓮成路,亦如梯状，余

问其故，云近海多盗，此夜登之以了望守御也。”[8]似乎与徽州马头墙造型相似，但文中“如城垛”“近海多盗”“登之以了望

守御”的描述，说明它更接近民间防御性建筑。广东即出土有汉代这类建筑明器,被称为“坞堡”。 

此外，为了美观或节俭,将避火的墙体设计为阶梯状的情况亦不罕见。康熙十八年（1679年）太和殿失火重建后，为防火便

修筑了随台基递落的红墙。[8]何况，高墙防火的原理古人早已知悉，在徽州以外的地区存在外形或功能相似的个例也属自然。但

徽州马头墙不仅是建筑形式,也是地域建筑特征。形成地域建筑特征,必然反映地域特点，且在该地域数量众多，被民众广泛认

可和使用。虽然民居密度较大、易遭火患的聚落特征并不罕见，但根据《中国消防通史》对火墙的所有记载及现存的考古资料，

因“地狭民蕃”“最虑者,火患耳”,从而使得郡守以行政命令确保在民居上规模化、制度化建造高出屋面的巨大墙体阻绝火患

的，只有明代徽州府。且《徽州府志》所记内容并非孤证，既可与 20 世纪 70 年代出土文物所记内容互相印证，又有当地大量

实例可供参考。 

综上，随着消防理论的发展及硬山顶建筑的普及，因明代的徽州府特殊聚落类型和地形地貌造就的易遭火患的地域特征，

太守以强制政令使得这种脱胎于硬山顶建筑的徽州马头墙成规模建造。此后，马头墙在周边逐渐普及,成为地域建筑特征并延续

至今。 

何歆在徽州推广的高大火墙，是功能性的砖砌体，官方记载中未提及墙头是否盖瓦、是否有叠涩出墙的“马头”和“缩腰”

的墙身。观察早期描绘有马头墙的书画作品，会发现最初的徽州马头墙造型简单，与今天精美复杂的马头墙有很大不同。 

徽州马头墙造型的演变，源于徽商所持财富与社会地位间的矛盾。明清时期，徽商的兴起给当地带回了大量的财富。在严

格的等级制度之下，社会阶层低下的徽商无权使用高等级的屋顶形式，斗棋和彩画的使用、房屋的间数也受到严格限制。虽有

违制、僭越的情况发生，但更多的官商士绅、殷实商贾采取房舍庐舍的精雕细镂、奢华装饰以满足内心欲望的膨胀满盈。[9]这些

装饰包括今天所见徽州建筑上著名的木雕、石雕、砖雕等构件。马头墙位于建筑的最高处，位置极为显眼，自然应匹配相应的

礼遇。故而,此时期的马头墙被精心修饰、穷极工巧，以炫耀房屋主人的财力与品位:墙顶挑三线排檐砖,上覆以小青瓦，并于每

只垛头顶端安装博风板;上面再安装各种式样的“座头”（也称“垛头”），有雀尾式、印斗式、坐吻式等数种，不同造型也昭

示着主人的身份以及对子孙后代在文、武等不同发展方向上的希望。 

徽州传统的大宅院落布局被称为“四水归堂”，院落藏在天井之中，房屋外部连成一个整体。为适应建筑不断扩大的进深，

马头墙两侧阶梯状部分也相应分为三叠、五叠（4）,且有屏风墙、观音兜等各种变体，其规格象征着房屋主人的地位和财富。五叠

马头墙象征着五个山峰（即五岳）,被称为“五岳朝天”。“五岳朝天”与“四水归堂”相对应,喻示着聚财、求富贵的美好愿

景。 

自此,徽州马头墙既承担防火阻燃的功能，又富有美化单色屋面的艺术性，还寓以人们对生活期望的文化内涵。 

二、徽州马头墙的流布 

徽州马头墙是徽州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但今天徽州马头墙的造型早已流布各地，以江苏、浙江、福建、广西等地为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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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马头墙作为文化符号的流布,归因于徽商经营活动的传播。俗谚“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徽商在全国各地经商,把徽州的

文化和习俗，包括徽州的建筑文化及建造技术带到了各地，尤以江南地区最为典型。 

绘画和版画作品一经创作便较难涂改，且既是描摹城市或建筑，实难凭空描绘当时未有之建筑形式。故此，可从明清图像

资料和建筑实例探究徽地马头墙肇始后流布江南地区的时间节点。以苏州为例： 

据《徽州府志》载，何歆带领当地百姓建造封火用的马头墙，发生在弘治癸亥年（1503年）至正德元年（1506年）之间。

创作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三年（1602—1605）的徽派版画作品《环翠堂园景图》，描绘了徽州休宁富商、官员汪廷讷于万历二十

八年（1600年）在休宁所建隐园的盛大景象，图中已有与今天形态相似的马头墙建筑出现。几十年后,苏州版画作品《姑苏万年

桥图》中的苏州沿街建筑均为两山墙未高出屋面的硬山顶建筑，未见马头墙建筑。虽不能据此定论此时苏州是否有马头墙，但

至少可说明其并不常见。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苏州籍宫廷画家徐扬向皇帝献上了他耗时二十四年绘制而成的《盛世滋生图》。

此图绘有木渎镇、苏州郡城、山塘街、虎丘山等地，表现了乾隆年间这一地区的城市风貌。值得关注的是，图中的民居基本为

山墙未出檐且未高出屋面的硬山顶,建筑外形与《姑苏万年桥图》别无二致,但已出现使用山墙高出屋面的马头墙建筑的沿街商

铺。清中期正是徽商在这一带最为活跃和鼎盛的时期，这些使用了马头墙的店面集中在一条街道上,并非整划化一地在一条直线

上，而是马头伸缩有度、山墙参差不齐，说明图中的街道是逐渐形成的,商铺建造有先后。清末的苏州,已有照片存世,可以见到

此时依然有大量的硬山顶民居，外形与明代版画所绘极为相似，但亦有很多民居建筑使用了两山墙高出屋面且阶梯状递落的马

头墙。 

据此应可推断，明代中晚期，徽州的马头墙为徽商常用的建筑构件。清代，徽商在经营地建造带有马头墙的建筑,在清中期

已形成整条街道，但徽商商铺的建筑特点对当地民居影响有限。至晚在清末，马头墙已融入当地普通民居建筑中。 

传播学的构成要素一般包括信息源、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和反馈。 

在徽州马头墙传播的过程中，信息源是徽州建筑特征。徽州马头墙和徽州其他地域建筑特征共同构成了特色鲜明的徽州地

域建筑文化。文化是抽象的概念,本身无法被直接感知。然而文化只有在人类能够直接感知的前提下，方可独立在人群之中传递，

这便需要文化符号这一文化可感载体。对徽文化而言，徽州马头墙正是最重要的可感知载体之一。 

徽州马头墙的传播者是徽商。从实用角度而言,徽商每到一地，必须解决“铺”和“住”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人的

记忆分为潜意识记忆和认知记忆。认知记忆可以根据事物的视觉特征意象化，进行形式编码。[10]徽商背井离乡，长期在异地漂

泊，内心孤独，缺乏认同感，很容易产生思乡情绪。他们获得财富后，回乡买田置地、修筑祖居祠堂以光宗耀祖的行为，即可

佐证。在经营地使用家乡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构件构筑房屋，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身在异地的心理认同缺失，缓解思乡之情。《徽

州府志》《歙志》《休宁县志》等地方志及当地的宗谱、墓志等,有多处记载明清时徽商在全国活动的盛况。在清代的一些文人笔

记和通信记录中，亦有描述徽商在经商地建房筑屋的情况。例如，《扬州画舫录》一书详述了徽商在扬州建造园林、以文会友的

文化活动事迹。[11]清代徽商在武汉建立了汉口紫阳书院，《汉口紫阳书院志略》中的《始建祠记》一篇中有“身入书院之中，家

置浮云之夕卜。一呼四应，工师来自故乡”的诗句[12]，即当时的徽商从家乡带来工师,在经营地建屋。《纪火》一篇记载:“康熙

庚寅八月二十六日……书院墙垣高峻，幸无恙。附近民居，悉为灰烬。”[12]文中保护徽商建筑未被火患损毁的高峻墙垣，可能

正是徽州马头墙。乾隆十九年，徽州、宁国两府绅商在上海设立了徽宁思恭堂[12],在《徽宁思恭堂》的图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马头墙。 

受传者是徽商经营地的居民，讯息则是徽州马头墙的外观。从实用的角度看,马头墙有着出色的防火性能;从视觉感知的角

度看，马头墙每一阶相似的造型符合平面设计的构成原则，使得马头墙作为视觉符号的价值可以脱离建筑本身独立存在。所以，

在现代诸多以徽州文化为主题的平面设计作品中，可以看到大量仅包含马头墙单体形状的图案。马头墙相对简单的造型具有较

高的可识别性和可复制性，这是徽州其他代表性文化如“徽州三雕”（木雕、砖雕、石雕）、新安画作等所不具备的，也是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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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 

传播媒介即徽商在经营地所建房屋，徽商的经商路径也即徽州马头墙的传播路径。依据前人研究，徽商经商的主要路径如

下：民国期间的《绩溪县志馆第一次报告书》《胡适之先生致胡编篡函》[13]提到:“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画出路线，

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及其经营之种类。如金华、兰朝为一路，孝丰、湖州为一路，杭州为一路,上海为一路，自绩溪至长江为一

路。”民国人程宗潮撰《徽人往外经商水陆路线说略》一文,将徽商的经营路线归纳为三条水路:新安江、婺水、大洪水;八条陆

路:老竹岭路、余杭路、丛山关路、新岭路、箸岭路、羊栈岭路、大拱岭路，马金岭路。第一条水路和第一、二条陆路直达江南;

第二、四、五、六条陆路达沿江各埠，东抵吴淞,西溯巴、鄂，亦以江南为终点。所有水陆路线，尤以新安江为主动脉。[14]徽商

由徽州地区去往江南一带的轨迹和路线分为水路和陆路，水路即沿新安江到达淳安、建德、杭州、上海、兰溪、金华及衢县各

埠;陆路即今天的徽杭古道，经渔梁、鲍家庄、呈村降、大阜、霞坑、苏村、杞梓里、三阳、老竹铺、昱岭关至昌化新桥铺,再

通杭州。这些路径沿岸,如今都能看到马头墙的分布。此外，既然徽商经商的路径与马头墙传播的路径吻合，由安徽省芜湖市和

江苏省南京市及周边区域马头墙建筑的大量遗存可知，前人研究中常忽略的一条线一徽商入宁路线同样十分繁荣。据嘉庆《休

宁县志》卷一所记，徽商由徽州进入南京（江宁）的路线，“由郡城（歙县）逾绩之新岭、宁国（府）之旌德，经南陵、太平

（府）之繁昌、芜湖及其府（当涂），以达于省（江南省首府南京）”，不仅有陆路,且有平行陆路的水路,即沿青弋江至芜湖再

汇入长江，然后顺流至南京及下游城市。 

传播最终获得的反馈是：随着徽商在江南地区大量建造拥有马头墙的建筑，马头墙逐渐成为徽州文化在江南地区的视觉载

体，向当地居民传播徽州建筑的审美志趣，让这一文化符号根深蒂固地停留在当地人的脑海中。当徽商走向没落，徽文化的辐

射圈日渐缩小，马头墙却依然顽强地伫立在建筑群中，并逐渐被当地建筑文化所吸收，成为徽州文化曾经影响江南地区建筑风

格的印记，并被广泛用于现代建筑装饰。 

这一传播过程正是文化符号作为文化价值和文化内涵的可感知载体，以可视化的形式对社会群体进行文化传播的典型案例。 

徽州商人出于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使用家乡徽州的地域建筑构件和建造方式营造自己的房屋（住宅、会所、公所等），从

而将马头墙建筑流布江南。由于它具有美观质朴的外貌和出色的防火性能,便在江南地区传播开来,并且根据各地的传统、审美、

地理条件的不同，演变出更多的形态,明代南京派驻戍边的官兵，甚至将江南的建筑文化融入了边远的云南、广西等地。 

三、启示 

以史为鉴，可知未来。今天的中国，物质财富快速增长，文化发展任重道远,我们不仅迫切需要重塑文化自信，还需要拥有

契合时代要求的文化载体，在中国经济、政治走近世界中央的进程中，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徽州马头

墙的缘起与流布，为我们提供了优秀的案例。 

徽州马头墙是徽州民居的重要特征，既渊源于明代一次火灾后的政令，又是防火理论的发展、硬山顶建筑的普及和徽州特

殊地貌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徽州马头墙防火的原理来自我国千百年来防治火患的实践。地狭人多的聚落类型、硬山顶建筑、

阶梯状递落墙体、墙头雕饰的各类纹样如卷草文、万字纹等均非徽州独有。但这些特点结合在一起，加之政令的推动，使得马

头墙和其他徽州建筑代表性特征一起，形成了独属徽州的地域建筑文化。伴随马头墙在徽州及周边地域的不断发展,在防火功能

之外又拓展了装饰、艺术等多方面功能，还赋予了徽商好儒、尚仕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造型各异的马头墙，成了表征徽商

故里“徽州”的文化符号。 

徽州商人随其发展足迹将马头墙传播到江南地区，旁及部分偏远地区。同时,徽州的建筑艺术、审美取向、文化传统等,也

通过徽商建筑推广到各地。由此,马头墙作为成熟的文化符号，助力徽文化传播的同时也促进了徽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今天

的原徽州全境以及江南部分地区，仍可在现代建筑上找到与防火功能无关的马头墙造型装饰构件。甚至是地球另一边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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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士顿、纽约唐人街的高层建筑上，也偶有这种两面高出屋顶阶梯状递落的墙体。马头墙文化已演变为江南文化，甚至成为

中华文化在建筑领域鲜明的文化符号,最终装饰在不能发挥封火作用的现代建筑上。 

无论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唯有兼收并蓄方能铸就新的辉煌。在推动文化发展，增强文化“软实力”,树立文化自信的过

程中,政策的引导和扶持同样必不可少。科学的决策会加速文化发展、交流与融合的进程，使优秀的文化成果繁荣、稳固。世界

各国使用着不同的文字和语言，在交流中难免会有障碍与隔阂，但视觉符号却能突破这种障碍。视觉图像比语言、文字更直观，

可以传达思想、影响风格。在特定的情境下，视觉符号甚至可以变为一种权力。比如，西方国家运用视觉符号，通过对海报、

符号、标识、影像等色彩、构图进行精心设计，依靠政治、军事、经济实力进行文化、审美、意识形态的输出，以增强国际话

语权。 

中华文明悠远的历史长河积累、埋藏的优秀文化灿若繁星,众多像徽州马头墙这样造型优美、内涵丰富但已失去最初功用的

建筑结构被什袭珍藏。我们应遍历中华文化细节，选取合适者凝练为可视化的文化符号。 

当年的徽商或许没有传播徽州建筑文化的主观意图，但客观上通过马头墙这一视觉的文化符号将审美志趣留在了经营地人

们的记忆中，影响了当地建筑的审美取向。文化符号印刻于记忆之中,是无形的影响，即使当地人不再记得徽商的故事，但徽商

留下的视觉记忆已经无法抹除。今日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贸易伙伴遍布全球，为中华文化“软实力”走向世界奠定了物质

基础。我们可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种宣传中、在对外援建工作的各类基础设施上、在中欧班列的外观和内设、在所

有对外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使用徽州马头墙等中华视觉符号。无须通过文字、语言的宣讲,在全球数字化、智能化的大背景下,

用视觉这种最直观却也最潜移默化的方式，将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不仅在发达地区，也在偏远的第三世界国家,传达中国

和平、友善、高尚、先进的审美志趣，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精神标识在世界文化的记忆中。 

注释： 

(1)如无立柱，则类于“硬山搁檄” 

(2)德政碑，高 236厘米，宽 124厘米，红砂石。正面为《徽郡太守何君德政碑记》，背面为《郡候何公德政碑阴叙》。石碑

1977年出土于安徽歙县，198。年起置于新安碑园。 

(3)碑文内容转引自歙县文化局 1989年 12月印刷内部资料《歙县文物志》75-78。 

(4)马头墙或又称为分户墙，顾名思义,有马头墙的山墙，就是左右、前后居家的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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